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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定性问题研究

———以张某一案等三个案例为视角

●李宇尧

　　

[摘要]电信网络诈骗是随着时代技术更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犯罪形式,也将随着科技发展而迭代更新.在

其出现之初最高司法机关就发布解释进行精准打击,可惜的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当前电信诈骗的案件量

很多,涉及地区广,与境外联系密切,使得很多普通大众甚至专业人士遭受了很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对社会

互惠互信的氛围造成了破坏.司法治理是治理电信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一环,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

存在着诸多阻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现了一些突破传统犯罪构成的组织结构,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遇到难题

的原因之一.本文以三个案例为视角,试图厘清电信诈骗犯罪的一些困境,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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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情况

(一)张某一诈骗案

(１)基本案情：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６月间，被告人张某一伙

同张某２在网络游戏平台上注册账号，通过 QQ 群聊天方

式，以低价出售网络游戏道具为幌子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并

利用上述平台的交易功能，向被害人发送支付二维码，诱骗

被害人将资金充值至被告人所控制的游戏账户内，还谎称充

值失败，多次发送支付二维码诱骗被害人继续充值。 随后

被告人张某一通过直接提现或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多个账户间

交易后提现至其本人或其控制的银行账户及支付宝账户内。

被告人张某一以此方式共骗取被害人孙某、叶某及其他人员

共计人民币３６６７３．５７元。

(２)裁判结果：被告人张某一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３)争议焦点：通过社交群组进行诈骗，诈骗对象是否

属于“不特定多数人”。

(一)张某二诈骗案

(１)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二等人共同诈骗。 ２０１５年１
月以来，他们打电话冒充被害人亲朋、同事等身份，虚构需

要借钱送礼等理由，骗得被害人信任，从而骗取被害人向他

们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中汇款。 被告人张某二等人为获利，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仍在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电白区水

东镇，由被告人张某二负责与诈骗人员联系，并向其提供诈

骗所使用的银行卡，被告人詹某某提供 POS机，并和被告

人林某某通过该POS机刷卡的方式将所骗钱款转移，以便

将款项取出。 被告人邵某某为获利，明知他人为实施诈骗

而需要银行卡，仍向被告人张某二出售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

卡。 被告人张某二等人参与诈骗２９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

币１４８．４７２万元。

(２)裁判结果：被告人张某二犯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

理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

五万元。

(３)争议焦点：被告人张某二等人是否构成诈骗罪。

(三)吴某某诈骗案

(１)基本案情：２０１６年年初，被告人吴某某、徐某伙同

胡某１(另案处理)预谋利用伪基站设备发送假冒银行的钓鱼

网站短信牟利。 同年２月１８日至１９日期间，徐某指使被

告人冯某某驾驶牌照为浙C×××××的微型普通客车载其

至温州鹿城、瑞安市虹桥路、万松路等地，由徐某操作伪基

站设备群发假冒建设银行的短信，提示积分兑换现金，诱骗

他人点击短信内的链接登陆假冒建设银行的钓鱼网站，输入

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

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 吴某某及胡某１通过钓鱼网站后

台获取上述信息并提供给上线，由上线以网络消费的方式转

走被害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其中，转走被害人吴某人民币

９９４１元，转走被害人胡某３人民币４９９９元，转走被害人董

某人民币３９元，总计人民币１４９７９元。 公安人员分别于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日９时许，在瑞安市飞云街道云周坳头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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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９单元抓获被告人冯某某。 同日１０时许，公安人员在该

地点抓获被告人徐某。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０时，公安人员在云南

省景洪市铂金广场B栋１１０２房间抓获被告人吴某某。

(２)裁判结果：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

(３)争议焦点：吴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

案件争议焦点问题的法理分析

(一)电信诈骗犯罪中“不特定对象”的范围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认定的难点就在于“不特定对象”。 电信

网络诈骗相较于普通诈骗而言，其入罪门槛更低，刑罚更为

严厉，因此，准确认定电信网络诈骗是精准打击该类犯罪和

保护相关各方权益的有效手段。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和《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明确了“不

特定多数人”是构成电信诈骗犯罪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但如何准确明了地认定“不特定对象”在目前的司法条文中

尚有空白之处。 而在司法实践中，随着技术的进步，诈骗

手段不断更迭变化，以往在实务中没有争议的群发短信或者

拨打电话等方式已经被犯罪分子抛弃。 而在各种社交媒体

或者特定社交群组中发送诈骗信息，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

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交空间内进行诈骗的行为是否还与“不特

定对象”这一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必不可少的条件相

契合？

目前对于“不特定对象”的构成要件，学界主要有主观

目的说、客观行为说两种学说。 主观目的说认为，应当从

犯罪人的主观意愿对其诈骗对象进行界定，电信网络诈骗行

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属于“非特定对象”取决于行为人对于

自己所实施的诈骗行为指向的群体的主观认知。 电信网络

诈骗归根结底还是诈骗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法定构

成上只要求行为人对自身实施诈骗行为具备认知，而对行为

对象的性质并不是法定的主观构成要件，实际上行为人也无

法对行为对象的性质具备一个清晰的认知。 客观行为说认

为，在客观层面上，“不特定多数人”是电信诈骗行为的危

害后果，客观行为说则限缩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范围。

譬如在特定小区实施的电信诈骗行为，客观行为说就认为特

定小区是特定人群的集合体，不属于“不特定多数人”，变

相地限缩了行为对象的范围。 在电信犯罪日益猖獗的今

天，不利于对该类犯罪进行打击。 本文中的张某一案，犯

罪人就是通过特定社交群组进行虚假信息投放，从而诈骗被

害人的财物，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一等人所诈骗的对象

即该 QQ群组内的用户是否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不特定

多数人”。

(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的行为

如何定性

如何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行为进行

定性，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范围以及是否与上游诈骗

人员具备诈骗行为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与上游电信网络诈骗

人员有意思联络。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为诈骗人员提供支

付结算帮助，帮助诈骗人员接受、转移违法所得的行为屡见

不鲜。 这也带来了对于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进

行区分的难题，二者在入罪标准和量刑档次上有着不小的差

异，如若区分不清很容易会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 行

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是区分二罪的关键，二者的定罪标

准对于主观认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诈骗罪对于行为人要求

其主观上是明确知道他人是在实施具体的诈骗行为，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则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所帮助的对

象通过信息网络进行犯罪，至于帮助对象具体实施了哪类犯

罪则不在该罪所要求的主观明知内容的范围内。 而在司法

实践中，办案人员客观上面临着主观认定证据搜集的困难，

要让办案人员搜集到的证据达到足以明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

明知被帮助对象正在实施诈骗行为的程度也不太现实。 此

时的“明知”就应当包含“知道可能”，即行为人可能知道

自己的帮助对象可能在实施诈骗犯罪。 本文中的张某二诈

骗案中詹某某的辩护人就提出詹某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而非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其理由在于詹某某并不是明知其所

提供帮助对象是在实施诈骗行为。

(三)计算机盗窃与电信诈骗犯罪的认定

在各种网络财产账户越来越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计算

机网络技术侵害人民财产的犯罪行为越发猖獗。 而网络盗

窃和电信诈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都是以网络空间

作为犯罪行为的载体，但从犯罪行为构成和不法类型的角度

出发，二者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 目前的大部分网络盗窃

案件，犯罪人都是通过修改网站数据，盗取被害人信息，利

用木马软件等工具盗取被害人的财物，在行为外观上确实与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着一定的相似度。 但究其本质，二者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犯罪人是否实施了使他人陷入错误认知的

欺骗行为以及被害人是否基于该错误认知做出了财物处分行

为。 诈骗罪重点关注受害人对财物进行处分和利用的动态

过程，在具备了其他犯罪构成的情况下，受害人基于错误认

知而处分财物就构成了诈骗罪。 如果不具备该类要件，那

就有可能成立盗窃罪。 由此可见，在界定网络盗窃和电信

网络诈骗时，应该充分考量财产损失的直接性、处分财产的

自愿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定性建议

(一)依据不特定性标准明确认定诈骗人群的范围

“不特定多数人”是构成电信网络诈骗不可或缺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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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当前，如何准确地界定“不特定多数人”，既能在合

乎法律的框架下对该罪进行打击，又不会过于宽泛而造成罪

刑不适应的状况。 在笔者看来，“不特定多数人”包含两个

特征，一个是“不特定”，另一个是“多数人”。 前者代表

的是犯罪行为对象的随机性，即无法提前确定电信诈骗行为

所侵害的犯罪对象，后者则代表的是开放性，而并非单纯地

对受害人的数量进行限制。 此处的“多数人”是明确电信

诈骗行为的受害者具有向多数发展的可能性，即社会大众都

有可能遭受诈骗。 电信诈骗行为的受害人的范围和数量是

无法预先进行估算的，也无法从犯罪的结果中来进行考量，

这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真正含义。 如何判断行为对象是

否属于“不特定多数人”，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结合犯

罪危害后果不特定范围的可实现性来进行考虑，即通过行为

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反映的主观意愿，诈骗行为是否指向

了“不特定多数人”，以及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否

具备向不特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上文所提到的张某一

案，行为人在游戏群组内发布虚假消息，基于社交平台的即

时性以及网络传播的快捷性，行为人无法预算和估计自己诈

骗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以及可能的范围。 所以该案被告实施

的诈骗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满足“不特定多数人”的构成要

件，其犯罪行为也构成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二)明确电信诈骗犯罪和其他关联犯罪的区分标准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对不同网络账户财产的法律性

质以及保护标准不一，在对该类侵犯网络财物的行为进行认

定的时候，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背景下，厘清网络盗窃与

电信诈骗之间的区别。 考虑到网络环境的特殊性，需要具

体认定行为所侵犯的财产性质和价值，厘清罪名和量刑标

准。 尽管电信诈骗与网络盗窃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将他人的

财产非法占为己有，但是从行为结构和不法类型角度出发，

二者存在很多不同。 电信诈骗行为的主旨核心是：行为人

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短信、电话以及网络等方式，以

非接触的手段，对“不特定对象”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等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

产。 而网络盗窃并没有通过使行为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

于此认识处分财产，而是通过网络平台，以隐秘的手段窃取

了受害人的财产。 电信诈骗与网络盗窃都有着隐秘性强、

作案时间短、产业链条化专业化、犯罪团伙化的问题存在，

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存在着取证、抓捕、追赃的诸多困难。

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对网络盗窃和电信诈骗进行认定，

对于惩治网络侵财犯罪、统一裁判标准、增强社会反诈意识

有着积极作用。

结束语

电信诈骗犯罪与人民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随着技术手

段的更新换代，该类案件在侦查、审判等方面遇到了诸多难

题，准确认定诈骗人群的范围是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一

般诈骗罪的关键。 而精准区分电信诈骗罪与他罪才能符合

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以达到罚当其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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